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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暋暋序

何 兹 全

暋暋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,我们策划组织

了《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》丛书,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

科———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,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,研究中国

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。

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。

解放初期,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,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

定了基础。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,这一传统一直得到

了保持并有所发展。

中国历史分期问题,迄今尚无定论,这是坏现象,也是好现象。

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,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,对

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。

我在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

政治史的论文。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出版了《中国古代社会》(原由河南人民

出版社出版,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“北京师范大学教

授文库暠之一再版),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《先秦社会形态研



究》(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),这两部书,在中国史学界都起到了推

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作用。

我指导的硕士生、博士生和博士后,很多学有所成,大部分成

为高等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。他们出版了不

少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专著和论文。他们也是这套丛书的主

要作者。

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,无论哪一门学科,往往走着一时重

思想一时重材料,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。孔子所说

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暠(《论语·为政篇》),可以引申来说

就是偏颇的为害。孔子高明!

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时间尚短,但大体上说,也不免有走这种

偏颇道路的情况。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出生就

是以社会史论战的面貌出现的,偏重理论;不久就出现《食货》派,

被认为重材料。解放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,自然是重理论的,其结

果则是被目为走向教条主义。上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

出现重材料,重局部,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。

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。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、材料并

重,宏观、微观并重,不能偏重哪一方面。

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理论是研究深入中一点一滴积累下

来的认识客观的能力。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,对客观的认识才一

步步地深入。

因此,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。要两条腿走路,缺一条

腿就成为瘸子。

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,说是“坐井观天曰天小。非天小也,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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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者小也暠。坐在井里看天,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,就说天小。不

是天小,是你所看见的小。做学问,要宏观、微观结合。要能真实

的看到整个社会,才能认识你看到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。研究任

何一点一面的社会,必须有全面的观点,认识了社会的全面,才能

真正认识你所见的部分。

自古以来,研究学问,往往出现这两者的偏差,不是重宏观、重

理论,就是重微观、重材料。

我们编撰这套丛书,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,重视这种偏

差。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,也可能理论多些;一本书可能重在宏

观,也可能重在微观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,是在理论、材料并重,宏

观、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。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

的正路,是做学问的正路,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。

上世纪80年代后,随着改革开放,海外商品经济、技术和资本

涌入中国,西方国家的学术、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。辩证唯

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。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

成的。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,是先进的。

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,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

治史研究,我们坚持理论、材料并重,宏观、微观并重的道路,避免

偏颇,并决定从《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》丛书做起,以后再逐步

扩展,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,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

展,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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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论暋春秋战国:辉煌的时代

春秋战国是一个创造出繁荣经济与文化的辉煌时代,也是一

个杰出贡献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学术大师辈出的时代。若将春秋

战国与同时代的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相比,就能更显示出这个时代

的辉煌成就。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心———埃及和两河流域,在

这个历史时期被波斯帝国征服,自此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性。但

是,在这个历史时期,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兴起,在政治上出现

了各个邦国由兼并趋于统一的进程。与此同时,希腊的古代文明

也走向兴盛,雅典和斯巴达成为希腊诸邦的两个同盟的盟主。从

整个世界发展的角度看,当时影响巨大的三大文明中心,首先就是

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,然后是印度和古典时代的希腊。这三个文

明中间,只有中国是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,而其他两个则是后来所

涌现出来的。中国古代文明的强大生命力,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

史发展中,得到再一次的证明。

各族的融合和相互促进,是春秋战国时期作为辉煌时代的标

志之一。宋代洪迈曾描述这个时期诸族杂居的情况,谓:

暋暋成周之世,中国之地最狭,以今地里考之,吴、越、楚、蜀、

闽皆为蛮;淮南为群舒;秦为戎。河北真定、中山之境乃鲜虞、

肥、鼓国。河东之境有赤狄、甲氏、留吁、铎辰、潞国。洛阳为



王城,而有扬拒、泉皋、蛮氏、陆浑、伊雒之戎。京东有莱、牟、

介、莒,皆夷也。杞都雍丘,今汴之属邑,亦用夷礼。邾近于

鲁,亦曰夷。其中国者独晋、卫、齐、鲁、宋、郑、陈、许而已,通

不过数十州,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。栙

这里谓华夏族所居之地仅为当时“中国暠的五分之一,未必合适,因

为就是在晋、卫、齐、鲁、宋、郑、陈、许诸国之内也有戎狄居住,而当

时的戎狄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也有华夏族。就实际情况而言,如

果用犬牙交错、相互融会来形容当时的少数族与华夏族居住的情

况,应当是大致不错的。就总的趋势看,各少数族在春秋战国时期

都在不断地吸收华夏族的先进文化,从而创造出具有本族特色的

文化。在这个方面,作为白狄别种的鲜虞族所建立的中山国堪称

为典型栚。20世纪70年代中、后期在河北平山发现了中山国都邑

灵寿,在中山王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器、银器、铜器和玉饰,

铜器上契刻有长篇铭文,《中山王方壶》有448字,《中山王鼎》有

469字,另有一件壶有182字。这些铭文中曾经反复引用《诗经》

里面的句子,并且有和《左传》、《大戴礼记》相同的文句,表明中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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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容斋随笔》卷五“周世中国条暠。
中山国是春秋时期鲜虞族所建立国家的延续,《史记·赵世家》之《索隐》谓“中

山,古鲜虞国,姬姓也暠。关于中山国的族姓,古人有不同的说法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载
赵献侯“十年,中山武公初立暠,《集解》引徐广说谓“西周桓公之子暠,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
亦谓“中山武公,周桓公子暠。依此说,则中山国与周同姓。对于此说,前人早已指出中

山势力强大,甚至可以与赵、魏等国抗衡,十分衰弱的周不可能以其子弟据中山为君。
因为中山国曾经被魏文侯伐灭,所以有人认为此后的中山国是魏国的别封。对于这两

种说法,专家曾经依据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出土的中山国诸器铭进行辨析,肯定“战
国中期的中山是春秋鲜虞(中山)的延续暠(李学勤、李零:《中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

问题》,《考古学报》1979年第2期)。



国曾受到中原地区儒家文化的浓厚影响。中山国的器物多有精湛

的错金银工艺,造型独特繁复的错金银龙凤方案、错金银犀形器

座、错金银虎噬鹿形器座、错银有翼神兽等,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。

位于今四川、云南一带的巴蜀文化和滇文化,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

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云南江川李家山

出土的属于滇文化的器物,如精致的玉石和玛瑙饰物、青铜器等都

有很高的制作工艺,编号为 M24号墓所出土的祭祀扣饰,就是用

当时相当先进的失蜡法铸成的,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并不

逊色。少数族文化的繁荣发展,可以说是春秋战国这个辉煌时代

的艳丽花朵。

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化,一个重要原因

在于它承继了商周以来的深厚的文化传统。就拿青铜铸造而言,

商周时代已经达到了鼎盛的阶段,春秋战国时期在其基础上有所

发展。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陕西兴平县豆马村发现一件时代属

于战国晚期的嵌金铜犀尊栙,重13.3公斤,高34.4厘米,长57.8

厘米,口长径11厘米,口短径10厘米。犀有一前一后双角,鼻角

长而额角短,两耳短小耸立,双目嵌以黑色料珠,尾尖稍翘,短腿三

瓣蹄,遍体嵌金作流云纹。犀背有椭圆形的尊口,上覆素面铜盖,

有活环可以启闭。这件犀牛尊的造型厚重有力,犀牛肥壮而雄伟,

昂首伫立,双目前视,神气活现,栩栩如生。这件作品继承了商周

以来的青铜造型艺术,以雄伟为主要格调,但在纹饰上,又一改商

周时代习见的饕餮纹为主的习惯,而代之以生动流畅的流云纹,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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栙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:《陕西兴平县出土的古代嵌金铜犀尊》,《文物》1965年第7期。



犀牛在雄浑中又具有了活泼的气韵。这件作品可以说是春秋战国

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,也可以说是商周以来青铜文化进一步发展

的代表。

春秋战国时期所创造的辉煌文化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

重大影响。我们以这个时期云南的青铜文化对于东南亚地区的一

些国家的影响为例,略做说明。据专家研究,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

可以分为五个类型,都是公元前10世纪直到公元前后的青铜文

化,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更具特色。例如滇池区域发

现的青铜器,种类多至九十余种,并且许多青铜器上雕铸或镌刻着

神态各异、服饰有别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,其铸造多采用陶范铸

造,其上的圆雕和人物、动物形象则采用失蜡法。一些器物还采用

了镶嵌、线划、鎏金等工艺。与云南地区青铜文化同时期的文化有

越南东山文化和泰国班清文化等,其中以滇文化发展水平最高,东

山文化和班清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滇文化的影响,“例如靴形钺

和叶平面呈不对称菱形的圆矛、石寨型铜鼓,都是云南红河流域青

铜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所共有的基本典型器。青铜器的主要几何

纹—圆圈纹也是两者所共有暠,“云南青铜文化中澜沧江中、下游青

铜文化与班清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点,例如椭圆銎束腰铜斧就是

两者所共有的基本典型器,靴形钺(不对称形钺)虽然两者之间形

式上有一点差异,但大体上也相一致,说明两者的关系比较密

切暠栙。专家的这个论证表明,虽然滇文化也在接受周围国家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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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影响,但起主导地位的、产生影响主流的还是滇文化。辉煌灿

烂的春秋战国文化呈辐射状向外扩展其影响,与同时期世界上其

他地区的文化相比毫不逊色,是当时世界上各个地区文化发展中

之佼佼者,我们足可引以为荣。

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以外,当时的稻作文化的广泛

影响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。据日本专家研究,春秋时代吴国

人称稻为“粘暠,而日本语中稻为“伊乃暠,韩国称为“那拉克暠,越南

称为“乃普暠,都有“n暠的音,这些词语应当同源。这就说明了“以

中国长江流域下游为中心,稻米向四方传播的结果,同时也暗示了

传播的时间暠,专家推测,“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开始,中国人对日

本列岛有了相当多的了解,大陆和日本列岛之间的往来经常化。

大陆上的支石墓、少量石器、货币、稻米及其耕作技术传入日

本暠栙。这个传播的时间正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。日本福冈县板

付初期弥生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剑,在形状上与我国辉县琉璃阁

出土的战国青铜剑很相似,正是战国青铜文化对于日本影响的例

证。

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采取了兼容并

蓄的积极态度,中外文化交流在这个时期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。

专家曾经对于考古发现所见春秋战国时期的玻璃器物进行考察研

究栚,经过化学分析或光谱分析,可以确定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末

期墓所出土的玻璃珠是钠钙玻璃,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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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凤书:《古代中国与史前时代的日本》,《考古》1987年第11期。
高至喜:《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》,《文物》1985年12期。



格上镶嵌的玻璃是透明度较高的硅酸钙玻璃,湖北江陵望山1号

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剑格上镶嵌的蓝色玻璃是钾钙玻璃。这些制

品与我国所生产的铅钡玻璃并不一致,而和西方的钠钙玻璃或钾

玻璃相一致,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。云南江川李家山22号墓曾

经出土有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浅绿色透明六棱柱状玻璃珠,属于西

亚地区的产品。据推测,在四川和印度之间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

就已经存在一条商路。西方的文化很可能沿这条商路传入我国。

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制造的琉璃器也有可能通过商路而传向西方。

专家曾对湖南省出土的琉璃器进行系统研究栙。长沙所发掘的

1300多座东周墓,其中10%出土有器形以璧、珠为主的琉璃器,衡

阳105座东周墓,出土琉璃璧8件、瑗1件、珠5颗、璋1对。益阳

47座东周墓出土有琉璃璧、琉璃珠、琉璃剑饰等物。其他如耒阳、

郴县、浏阳等,也有东周时期的琉璃器出土。随葬琉璃器的墓葬的

墓主的身份都不太高,有些还只是方能容身的小墓,这些琉璃器多

仿制周代礼器,长沙所发现的琉璃印上有东周时期的玺印文字,其

成分经光谱分析表明其铅钡含量很高,与西方所出的纳钙玻璃显

然有别。这些都说明湖南所出为当地的或附近地区的产品。古代

曾经属于“大秦暠(即罗马帝国)的罗马尼亚博物馆里面所保存的一

些琉璃器,如蜻蜓眼式的琉璃珠与湖南东周墓中所出土者十分相

似,研究者关于“这种珠饰与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关暠的推测,是可信

的。

关于春秋时期的政治发展变迁,清儒顾栋高曾有“三大变暠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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栙 周世荣:《湖南出土琉璃器的主要特点及其重要意义》,《考古》1988年第6期。



说。其说谓:

暋暋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,时势凡三大变。隐、桓、庄、闵之

世,伯事未兴,诸侯无统,会盟不信,征伐屡兴,戎、狄、荆楚交

炽,赖齐桓出而后定,此世道之一变也。僖、文宣和、成之世,

齐伯息而宋不競,荆楚复炽,赖晋文出而复定,襄、灵、成、景嗣

其成业,与楚迭胜迭负,此世道之又一变也。襄、昭、定、哀之

世,晋悼再伯,几轶桓、文,然实开大夫执政之渐,嗣后晋六卿、

齐陈氏、鲁三家、宋华向、卫孙宁交政,中国政出大夫,而《春

秋》遂夷为战国矣。孔子谓自诸侯出,自大夫出,陪臣执国命,

实一部《春秋》之发凡起例。栙

顾氏高瞻远瞩,所论甚精辟。春秋时代的政治变迁尽收其笔下。

从政治发展而言,春秋前期,即顾氏所言的隐、桓、庄、闵之世,可以

称为“小霸暠时期。春秋中期,即鲁的文、宣、成、襄时期,是为春秋

霸权迭兴之世。春秋后期,即鲁的昭、定、哀之世,虽然有吴越争霸

之事,但总的看来,霸权已成明日黄花,各国内部正酝酿着社会的

巨大变革,诸侯缠于内政,无暇外及于争霸。春秋时期此三大变

局,构成了中国古史上空前的政治波涛。其洶涌澎湃之势正是社

会革故鼎新的巨大动力。

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社会的转折点。我国上

古时代的优秀文化,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,历经夏、商、西周各个历

史阶段,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了总结。许多文化传统都在这个

时期被系统化、理论化,并且在秦汉以降的各个历史时代里面得以

7绪论暋春秋战国:辉煌的时代暋

栙 《春秋大事表·读春秋偶笔》。



保存和承继,许多春秋战国时期所整理而完备优秀的文化遗产,直

到现代还一直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而鼓舞和激励着人们前进。春

秋战国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学术大师,例如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老子、

庄子、荀子、韩非子等,其学术和思想一直为世人所景仰,他们的著

作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。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,对于

深刻认识我国上古时代的社会,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,对于研究秦

汉以降的历代王朝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源流,也有重

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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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暋社会政治历史的演进

第一节暋西周后期的政治历史与社会观念的发展变化

作为社会经济的代表,作为社会结构的标志,政治历史在春

秋战国时期有着独特而丰富的发展历程。这个时期的政治历史

实酝酿着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一次变迁,可以说,其发展变化的

结果奠定了中国古代此后两千多年的基本政治格局。那个时期

社会观念的变化比较剧烈,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

反映栙。为春秋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动奠定基础的历史大事是西周

后期的“共和行政暠,我们阐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,应当从“共和

行政暠开始。

一、“共和行政暠及其对于春秋战国政治历史的影响

春秋战国时期以诸侯国的霸权迭兴和群雄逐鹿为社会特征。

仔细分析起来,这个特征实肇端于西周后期的“共和行政暠。“共和

栙 社会政治犹如高耸的建筑,而社会观念则像是建筑旁的水中倒影,足可从另外

一个角度看清楚政治建筑的面貌。本章将社会观念问题与政治历史合而述之,用意就

在于此。



行政暠不仅是周代王权变化的转折点,而且是当时社会经济基础和

精神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识。司马迁曾经十分深刻地论述

了这个方面的问题。他说:

暋暋及至厉王,以恶闻其过,公卿惧诛而祸作,厉王遂奔于彘,

乱自京师始,而共和行政焉。是后或力政,强乘弱,兴师不请

天子,然挟王室之义,以讨伐为会盟主,政由五伯,诸侯恣行,

淫侈不轨,贼臣篡子滋起矣。栙

司马迁是在讨论春秋时期的十二诸侯兴衰问题时,讲这番话的。

他已经把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眼光投向周厉王的时期,认为“共

和行政暠,是春秋时期诸侯兴起的滥觞。西周后期,特别是在“共

和行政暠以后,社会思潮和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,以及社会观念

的变迁,乃是巨大运转的我国上古社会的强劲脉搏,它表明社会

历史的发展已经到了重大变革的关头,具有鲜明特色的诸侯霸

权迭兴和群雄逐鹿,在西周王朝覆灭以后登上历史舞台乃是水

到渠成的事情。

西周前期,经过了成、康、昭、穆时期的平稳发展,社会安定,经

济繁荣,贵族礼乐兴盛。在盛世的烟雾氤氲、钟鸣磬响之中,人们

“跻彼公堂,称彼兕觥,万寿无疆暠栚,沉浸于祥和的氛围里面。然

而,周厉王后期的国人暴动,却犹如山崩地坼一般,惊醒了人们的

甜美之梦,随之而来的长达14年之久的“共和行政暠,更是社会政

治格局中前所未有的大变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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栙

栚

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。
《诗经·七月》。



公元前842年,广大的国人和部分官员、贵族以及士兵举行暴

动,袭击周厉王。周厉王逃奔彘(今山西霍县)避难,太子静藏匿于

召公家不敢露面。在周王朝大厦将倾的情况下,挺身而出,主王政

沉浮而力挽狂澜者是共伯和。古本《纪年》谓“共伯和干王政暠,是

关于此事的最早的文献记载栙。共伯和即卫国诸侯卫武公。卫武

公为卫僖侯的庶子。由于卫僖侯的世子早逝,所以共伯和继卫僖

侯而为卫君,即卫武公。在西周后期,卫武公因敬慎威仪、注重道

德修养而闻名遐迩。周厉王时期,卫武公以侯伯身份入周王朝任

职。《诗经·淇奥》序谓卫武公“入相于周暠,《汉书·地理志》河内

郡注引孟康说谓“共伯,入为三公者也暠。从彝铭记载推测,共伯和

入周可能是先担任“师暠职,继而又任“司马暠之职的《汉书·百官公

卿表》引或说谓三公指司马、司徒、司空。孟康说共伯和入周位列

三公,是有根据的。《元年师兑簋》载“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,王在

周,各康庙,即位。同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。王乎内史册令师兑足

师和父司左右走马、五邑走马暠。专家谓此“师和父暠,即入周任师

职的共伯和。他当时已经拥有指挥“左右走马、五邑走马暠的大权。

这个时期的《师晨鼎》、《师俞簋》、《谏簋》以及20世纪70年代出土

的微史家族铜器群中的一件簋铭,都有关于司马共的记载,司马共

当即由师职而升为司马的共伯和。彝铭记载表明在周厉王三年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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栙 关于“共和行政暠,《史记·周本纪》谓“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,号曰共和暠,依此

说,在国人暴动以后支撑周王朝大局的乃是召公和周公。后世如韦昭、杜预、司马光、
崔述等,皆从此说。但郦道元、苏辙、罗泌、顾炎武、梁玉绳等,力主古本《纪年》之说。
由于古本《纪年》之说可以从《左传》及其他文献中找出有力的旁证,而《史记》之说却证

据单薄,所以近年的研究中论者多以古本《纪年》之说为是。



五年这段时间,共伯和已经担任司马之职,在册封典礼中屡任师职

人员的傧右,实为这些师职人员的长官。共伯和的职位应当就是

周王朝最高一级的司马。关于共伯和在周厉王奔彘邑以后执掌朝

政的情况,《师蔒簋》铭文载:

暋暋惟元年正月初吉丁亥,伯和父若曰:师遳! 乃祖考有爵

(格)于我家,女(汝)右(有)隹小子。余以女(汝)死(尸)我

家。……东(董)裁内外。母(毋)敢不善。

此伯和父即共伯和。从铭文里看,他当时已经以王的口吻在进行

册命之事。铭称“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暠,或谓此指厉王纪时,但

于干支月相皆不合,但是却与共和元年完全契合。此年正月壬午

朔,丁亥为六日,恰在初吉范围之内。这应当不是偶然的契合。所

谓“惟王元年暠,即共和元年,亦即共伯和称王的元年。器主师蔒在

这件彝铭的最后说“蔒拜稽首,敢对扬皇君休暠。伯和父被称为“皇

君暠,这颇为引人注目栙。伯和父被称为“皇君暠,可见其在人们心

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。

古代文献中也不乏共伯和执政称王的记载。例如,《左传》昭

公二十六年载,春秋后期,和周敬王争夺王位的王子朝兵败之时,

曾经檄告各国诸侯,历数周朝史事,其中谓“至于厉王,王心戾虐,

万民弗忍,居王于彘,诸侯释位,以间王政暠。这段话明确指出,周

厉王奔彘邑以后,治王之事者是“诸侯暠,而不是召公、周公这样的

王室重臣。前人曾经指出,召公、周公是周王朝的卿士,不得以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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栙 “皇君暠之称见于彝铭者,如“弗敢不对扬朕辟皇君之易(锡)休命暠(《叔夷钟》)、
“奔走事皇辟君暠(《召卣》),皆指君主而言,而不是普通的大臣或贵族的称谓。


